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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冷戰氛圍看「香港藝聲唱片公司」 

鄭學仁 

 

 

摘要 

 

緣起 2017 年由香港公共圖書館及中國唱片 (上海) 有限公司聯合主辦一系列以

「藝聲緣」為主題的展覽，為「香港藝聲唱片公司」(下稱「藝聲」) 的「神秘」

身世提供了一點解說。「藝聲」的誕生，絕非偶然，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它的一張

「准生証」開始，本文嘗試從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國際冷戰氛圍、中國的地緣政治

以及華僑統戰工作等各方面著手，解構「藝聲」誕生的背景及種種導因，以及它

在扮演「文化細作」角色中細意鑽營的某些市場營銷策略，反正「藝聲現象」1 的

出現，總離不開天時、地利及人和。 

 

 

楔子 

 

2017 年下半年，由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及中國唱片 (上海) 

有限公司聯合主辦一系列以「藝聲緣」為主題的展覽及講座活動，分別在上海、

北京、廈門以及香港展開。2 除了透過展板介紹「藝聲」的歷史外，在上海、北

京及香港的展覽部份又分別展出由「藝聲」及「中國唱片」兩間公司出版的老唱

片原件，更展示了一批「解封」未久的「機密」舊文檔，六十多年以來，首次給

這間大家或許認識過但從不瞭解的組織–「香港藝聲唱片公司」- 的「神秘」身

世提供了一點解說。 

 

 

「藝聲緣」– 首次披露的「神秘」身世 

 

「藝聲緣」系列展覽活動的目標，在於「凝聚香港、上海兩座城市各自保存的歷

 
1   「藝聲現象」是筆者於 2017 年「藝聲緣」展覽期間主持一系列專題講座時用上的標題，原

意用以解釋藝聲唱片於 50 年代中期發行到香港後，對後來香港電影配樂帶來的影響及誘發的

特有音樂形象，現借用「藝聲現象」一詞廣義描述藝聲唱片的特殊角色及在整體統戰工作中

帶來的影響。參閱鄭學仁、周光蓁：2017。 
2   上海的「藝聲緣」展覽於 6 月 30 日至 8 月 20 日在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率先舉行，北

京的展覽於 7 月 2 日至 28 日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廈門的展覽於 7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

在鼓浪嶼黃榮遠堂舉行，而最後香港的展覽則於 8 月 30 日至 11 月 30 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

行。除了廈門的展覽外，上海、北京及香港分別在 6 月、7 月及 9 月展覽期間安排有關藝聲

歷史的專題講座，另一場「中山講堂」延伸講座則於 9 月 23 日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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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檔及唱片藏品，重塑五十多年來兩地『中國唱片』及『藝聲唱片』各自存在

而又若即若離的一段因緣。」(香港公共圖書館：2017) 3 展覽展出最早的一份文

獻資料是 1955 年 11 月 4 日由中國廣播事業局發給中國唱片廠一份在右上角標

明「絕密」的信件 (見下圖一)，這封後來被大肆宣傳為「藝聲」「准生証」(《新

民網》：2017) 的信件，標題是「請協助華僑事務委員會復製部分唱片供海外僑

胞」，4 內容只有短短五行字，寫著： 

 

華僑事務委員會為了滿足海外僑胞文藝生活上的要求，彌補中國唱片不能輸

入的某些空白地區，使僑胞都能聽到祖國的音樂，加強對華僑愛國主義的宣

傳和教育，擬以「藝林公司」名義銷售你廠出版的一部分華僑所喜愛的唱片，

特函請本局同意由你廠翻版復製，並將唱片原來的貼頭更改為「藝林公司」

商標，以適應上述地區銷售的需要。茲將華僑事務委員會選出第一批復製的

二十種唱片目錄隨函附去，希查收。有關唱片復製的具體事項，可逕與該委

磋商辦理。 

 

 

圖一：香港藝聲唱片公司的「准生証」-- 1955 年 11 月 4 日中國廣播事務局的一封絕密函件 

 

這封「准生証」首次揭示了「藝聲」誕生幾項重要歷史資料： 

 
3  香港公共圖書館「藝聲緣」展覽的展板序言，展覽內容見 https://www.hkpl.gov.hk/tc/thematic-

exhibition/arts-exhibition/the-art-tune-encounter.html。 
4  「復製」即「複製」的意思，信件原文均作「復」。 

https://www.hkpl.gov.hk/tc/thematic-exhibition/arts-exhibition/the-art-tune-encounter.html
https://www.hkpl.gov.hk/tc/thematic-exhibition/arts-exhibition/the-art-tune-encoun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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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立「藝林公司」5  是中國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 (簡稱「中僑

委」) 的決定； 

2. 目的在於加強對華僑愛國主義的宣傳和教育； 

3. 彌補中國唱片不能輸入的某些空白地區，以滿足海外僑胞文藝生活上的

要求，使僑胞能聽到祖國的音樂； 

4. 廣播事業局同意由中國唱片廠翻版複製該廠出版的唱片，改為「藝林」

的貼頭在「上述地區」銷售。 

 

這封信件發出的日期距離「藝聲」在港成立不足一年，大約十個月後，「藝聲」

便在香港註冊成立，但在此之前，有甚麼背景或因素會引發中僑委作出這項重大

「決定」，信件中並無詳細引述，而展覽中也未有其他更早期的公開原始文檔可

以佐證這段時期「藝聲」醞釀成立的過程。本文或嘗試從「藝聲」誕生前後的國

際形勢、冷戰氛圍、中國的地緣政治及華僑統戰工作等角度，去解構藝聲誕生的

前因後果。「藝聲」的誕生，絕非偶然，卻總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

而「藝聲」的成功，卻又離不開它細意鑽營的各種市場策略。 

 

 

「藝聲」？藝聲！ 

 

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來說，藝聲唱片或許只是一個「聽說過」

的陌生詞彙，而親身到過「藝聲」門市部、光顧過藝聲唱片的人士，恐怕都是五、

六十年代在港成長而又喜愛中國戲曲、中國歌曲或中國音樂的一代，對於這一批

大都年過半百的人士，「藝聲」各種戲曲、歌曲或中國音樂，就是他們所認知及

記憶中的音樂聲境 (soundscape)，儘管如此，「藝聲」的來歷對香港絕大部份的人

來說，依然是模糊的，有人甚至認為「藝聲」只是一間「翻版」中國唱片的公司。

(余少華：2017 a) 

 

1956 年 9 月 15 日，「香港藝聲唱片公司」在香港成立，經營唱片業務。「藝聲」

早期的門市部設於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16 號，至 1974 年 11 月 15 日遷至香港銅

鑼灣留仙街 1 至 5 號雅景樓地下 G 座，門市部的設置「儼如國貨公司的音樂部，

文化氣息濃厚」 (余少華：2017 a) 。這所唱片公司經營的藝聲唱片，以一個敦煌

飛天樂伎標誌為記 (見下圖二)，從「藝聲」一本六十年代後期印行的舊唱片目

錄顯示，「藝聲」銷售的唱片種類包括中國各省各地的戲曲、曲藝，各種器樂獨

奏或樂團合奏，內容除了大部份是中國音樂以外，還包括一些外國的作品，另外 

 
5   2017 年 8 月 30 日在香港「藝聲緣」展覽的專題講座〈藝聲唱片：中國唱片工業的一段獨特

歷史〉中，上海音樂學院副研究員韓斌曾解釋「藝聲」的前身就是「藝林公司」，是香港「華

潤集團」旗下的機構，而「藝林公司」的歷史可追溯至中國解放前的中共駐港地下機構「聯

合行」，但至於「藝林」何時改成「藝聲」、為何改為「藝聲」，展覽及所有展出文獻均無交

待。參閱鄭學仁、韓斌、余少華：2017 及余少華：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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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各地的民歌、中外藝術歌曲、兒童歌曲、相聲評彈等。

「藝聲」的唱片封套都以香港常用的繁體中文字印行，凡

是戲曲或歌曲唱片的封套背面，大部份都會印有曲詞及演

唱者的名字，器樂唱片則大部份只提供樂曲的名稱，偶然

會列出演奏團體的名稱，但不論是唱片目錄或是那個類別

的唱片封套等，都從來不會提供有關該公司的介紹，當然，

個別劇目、音樂作品、演奏人員及樂團組合等的背景資料  

 

圖二：藝聲唱片的敦煌飛天藝

伎標誌 

等，皆付闕如。面目模糊，相信就是絕大部份「藝聲」顧客及中國音樂愛好者對

於「藝聲」的印象及認知。 

 

翻查香港舊報刊有關「藝聲」的廣告或報章報導等，則不論是周年誌慶減價酬賓

(例如香港．大公報：1962 c；1963 c 等)、又或是調整售價 (例如香港．大公報：

1963 b)、搬遷減價酬賓 (例如香港．大公報：1974 b；1974 c)、新唱片上市 (例

如香港．大公報：1958 a；1958 b；香港．華僑日報：1959 等) 及新產品 (盒式

錄音帶) 上市 (例如香港．大公報：1972；香港．華僑日報：1972) 等消息，都

只是一些簡短的商業報導，依然缺乏專題式的報導或其他較詳盡的文獻資料。 

 

學者余少華曾經依據各種既有的資料，對當時幾間具有濃厚中國色彩的唱片公司

百利、東方、樂都及「藝聲」這種顯然有意識地「隱姓埋名」作為政治淡化的現

象，作出種種的分析及推測，(余少華，2001：頁 100 - 103) 6 雖然這些描述及分

析在成文時並未有實質的文獻證據作支持，但這種合乎常理及邏輯的推斷，後來

卻又證實跟背後的事實非常吻合。 

 

 

冷戰氛圍及地緣政局 

 

先把時空往「藝聲」誕生前十年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落幕未久，冷戰 (Cold 

War) 的帷幔瞬即隨著 1946 年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

敦的「鐵幕演說」(Iron Curtain Speech) 以及 1947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發表的國情諮文而拉開。7 學者沈志華定義冷戰「是一種狀態，是一種

 
6  余少華在《樂在顛錯中》〈大陸歌曲的政治淡化及港化〉(頁 100 - 103)一節中認為「藝聲」等

幾間香港中資唱片公司均以發行及翻錄中國大陸唱片為業，他推斷這些在港以繁體中文字重

印、將歌曲名稱及演奏單位名稱改頭換面之後再出版唱片的做法，原因在於淡化國內的政治

色彩，以便將產品賣往非共產國家。 
7  有關冷戰的起源，學術界仍有著許多不同的說法，以邱吉爾鐵幕演說及杜魯門在 1947 年 3 月

發表的國情諮文定調冷戰的起源是其中一個普遍的說法；研究冷戰的學者沈志華卻認為冷戰

的起點應該從美國於 1947 年 6 月開展「馬歇爾計劃」以經濟緩助西歐國家抵抗共產主義擴

張、以及稍後蘇聯史達林重新組織共產世界，成立「共產黨情報局」開始，兩個國際陣營才

開始形成對抗的局面。參閱沈志華 (2018) 第一講〈史達林與冷戰的起源〉(頁 29 - 76) 中的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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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格局；…冷戰有幾個要素：第一為意識形態的對立，一方是社會主義，另

一方是資本主義。第二是它要形成一個集團，它不是幾個國家的對立，而是整個

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對立。第三是兩個陣營之間的對立沒有發展

到戰爭的程度。」(沈志華：2018，頁 31) 這個持續了接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格局，

簡單來說就是指戰後以蘇聯為首的蘇維埃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跟以美國為首的西

方資本主義 (亦即蘇維埃社會眼中的帝國主義) 國家之間在國際間形成的一個

東西方對峙的局面。有學者認為冷戰格局是指一種「以『二元兩極』為特徵的世

界體系；…是人類社會…依據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追求不同的發展目標所導致的制

度性裂變，這種裂變導致的對抗在世界體系層面展開。…而更具實質性的是兩種

對抗性社會制度及其指導性意識形態的鬥爭。」（余偉民：2015，頁 4 - 5）在兩

個超級大國陣營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上勢不兩立的鴻溝」 (irreconcilable 

ideological gulf）(WALLERSTEIN: 2010, pp.16）的前提下，因此不論是 “win the 

hearts and mind”（OYEN: 2010, pp.60）或是鼓吹 “For the soul of Mankind”，8 互

相爭取人民之間在人心及思想上的認同，就變成了雙方都看重的公關策略，套用

國內的詞彙，叫做「統一戰線」，簡稱「統戰」。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東西方的冷戰格局己經蔓延到亞洲地區，

而在當時國際間那種繃緊得令人窒悶的政治氛圍下，似乎所有參與冷戰遊戲的人

士都得選擇自己的陣營，採取中立態度的，甚至會被視作不道德 (Neutralism was 

immoral）。9 作為一個「新生」國家，中國也就無可奈何地必須在美、蘇兩極的

夾縫之間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從中選擇自己的朋友及敵人。作為一個新興社會

主義國家，新中國選擇倒向與它關係密切的蘇聯一方，可說順理成章。新中國建

國初期，採取的外交方針就是明確的「一面倒」策略，所謂「一面倒」，就是指

聯合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抗。毛澤東在 1950

年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便曾說過：「…我們有了一個可靠

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

略，…帝國主義者如果準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好了一個幫手。」(張小明：

2004，頁 4) 可見新中國早期的外交策略還是有著實質國家安全的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首先便一面倒地與周邊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先後

包括蘇聯 (1949 年 10 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1949 年 10 月)、蒙古人民

共和國 (1949 年 10 月) 及越南民主共和國 (1950 年 1 月)，迅即形成一個坐西北

望東南的地緣政局，與以美國為首的國家陣營隔著南中國海形成對峙的局勢。然

而，新中國領導人很快便已意識到陣營對抗不應該是在外交上採取的唯一策略，

 
8  學者 Melvyn P. Leffler 的著作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也就是指在冷戰中的「人心之爭」，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出版。 
9  美國時任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的名句，參閱 “The Latter Rain Page” 網頁有關

John Foster Dulles 的介紹：http://latter-rain.com/ltrain/dulles.htm [Accessed 8 June 2018] 

http://latter-rain.com/ltrain/dull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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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在當時這種被形容為長期「動蕩不安」(趙海立：2005，頁

149) 的國際關係下，新中國需要適當調整它的外交策略，採取更為軟性的宣傳

手段以獲得更多國際間的認同，以及維護國家周邊安全，與杜勒斯 (見註 7) 等

人所倡議「非敵即友」的激進觀點不同，周恩來在 1953 年年底提出的「和平共

處五項原則」，(《中國外交部》：2000)10 就是強調以和平共存、互相尊重的態度

對待其他國家，而這幾項大原則其後也成為中國一直奉行的外交綱領性政策，因

此，中國在聯蘇抗美的大氛圍的同時，還持續跟周邊亞洲地區一些秉持中立態度

的國家發展雙邊關係，橫跨整個 50 年代，中國便先後在亞洲地區與印度 (1950

年 4 月)、印尼 (1950 年 4 月)、緬甸 (1950 年 6 月)、巴基斯坦 (1951 年 5 月)、

阿富汗 (1955 年 1 月)、尼泊爾 (1955 年 8 月)、錫蘭 (1957 年 2 月，1972 年起

改稱斯里蘭卡) 及柬埔寨 (1958 年 7 月) 等分別建立起外交關係。然而，環顧亞

洲地區，當時依然有不少屬於比較親西方陣營或處於中立的國家例如馬來亞、泰

國或菲律賓等，在其時仍然未跟中國正式建立邦交。 

 

 

華僑事務 

 

隨著二戰結束、東西方冷戰全面展開以及新中國成立，亞洲地區的政治局勢又變

得波詭雲譎、時刻變幻莫測，加上國、共幾年內戰期間不少國內人士逃離中國，

「就使得在東南亞地區大量海外華人的存在顯得更為重要。1950 年，東南亞海

外華僑的數量多達九百六十萬人，佔東南亞地區總人口百分之六。這不但令他們

變成具影響力的少數人口族群，他們也不成比例地控制了大部份的當地經濟，這

些海外華僑的經濟力量，對於不論中國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都是非常重

要的，它代表著外匯、投資以及對外交流。在此以外，還有的是這些離鄉別井的

人們一份在文化上、語言上及家族血緣上與中國的關連，整體來說，這些海外華

僑的忠誠問題就更加引發人們的關注。…試圖贏取這些海外華僑的人心及思維變

成一個外交政策上重要的目標。」(OYEN：2010，pp.59 - 60) 11  

 

由於冷戰明顯是在政治的意識形態上「收買人心」之戰，新中國對於僑務工作顯

然是非常重視的，1949 年 10 月 22 日，新中國剛剛成立未久，中央政府便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法》第 8 條的規定，在政務院直接領導下，設立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簡稱「中僑委」），並任命何香凝

為中僑委主任，委員包括了陳嘉庚、司徒美堂等著名僑領，也有葉劍英、鄧子恢

 
10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 1953 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第一次正式向國

際社會提出的外交綱領，包括：1.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2. 互不侵犯；3. 互不干涉內政； 

4. 平等互利；5. 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於 1954 年 4 月中印雙方簽署《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

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及交通協定》時首次寫入一份正式的國際文件。 
11  OYEN 的原文為英文版，引文的中文版由筆者翻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5%B9%B3%E5%85%B1%E5%A4%84%E4%BA%94%E9%A1%B9%E5%8E%9F%E5%88%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8C%E5%B9%B3%E5%85%B1%E5%A4%84%E4%BA%94%E9%A1%B9%E5%8E%9F%E5%88%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4%BA%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81%A9%E6%9D%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5%8D%B0%E5%85%B3%E4%BA%8E%E4%B8%AD%E5%9B%BD%E8%A5%BF%E8%97%8F%E5%9C%B0%E6%96%B9%E5%92%8C%E5%8D%B0%E5%BA%A6%E4%B9%8B%E9%97%B4%E7%9A%84%E9%80%9A%E5%95%86%E5%8F%8A%E4%BA%A4%E9%80%9A%E5%8D%8F%E5%AE%9A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5%8D%B0%E5%85%B3%E4%BA%8E%E4%B8%AD%E5%9B%BD%E8%A5%BF%E8%97%8F%E5%9C%B0%E6%96%B9%E5%92%8C%E5%8D%B0%E5%BA%A6%E4%B9%8B%E9%97%B4%E7%9A%84%E9%80%9A%E5%95%86%E5%8F%8A%E4%BA%A4%E9%80%9A%E5%8D%8F%E5%AE%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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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早期國家領導人，成為國家辦理華僑事務的最高機構。12 

 

表一：1950 年 12 月東南亞海外華人人口數量估算 (OYEN: pp.60)13 

 

國家 華人人口 總人口 華人所佔百分比 

泰國 3,000,000 18,000,000 16.7% 

馬來亞 2,008,000 5,235,000 38.4% 

新加坡 790,000 1,011,000 78.1% 

印度尼西亞 2,100,000 72,000,000 2.9% 

越南 750,000 24,000,000 3.1% 

柬埔寨及老撾 250,000 3,500,000 7.1% 

緬甸 300,000 17,500,000 1.7% 

菲律賓 230,000 20,000,000 1.2% 

沙撈越及汶萊 162,000 550,000 29.4% 

北婆羅洲 70,000 320,000 21.9% 

總數 9,660,000 162,116,000 6.0% 

 

表一顯示 1950 年代初期分佈在亞洲各地的華僑數目。從表中可見，僑居海外的

華人數目，以泰國、馬來亞及印尼最為龐大，分別超過 200 萬，而僑居新加坡的

人數雖然只有約 80 萬，但已佔該地 (新加坡當時仍未獨立) 人口總數約八成，實

力明顯不容忽視。正如上述，值得注意的是泰國、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柬

埔寨 (包括老撾) 及汶萊等國當時與中國都沒有建立邦交，但華僑總數卻多達

644 萬，是海外華僑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二，因此，如何可以將國內的宣傳訊息入

口、送達這大批華僑從而達到統戰以「收買人心」，很快成為了一項大課題。 

 

 

戲曲外交 – 《梁祝》的啟示 

 

戲曲的藝術魅力，相信無人會予質疑。儘管在傳統中國，戲曲是人們主要的娛樂

形式之一，但卻同時被認為具備「高台教化」(張佩環、楊桂銀：2004，頁 34) 及

「大眾傳媒」的功能，「…它不僅深遠地影響了各類人的審美，也向佔當時人口

大多數的文盲和半文盲傳播各種知識和信息，…廣大民眾基本上不是通過讀書，

而是通過看戲和聽書，接受傳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孫玫：2011，頁 34) 在新中

 
12  1954 年，中僑委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1978 年後改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成為協助國務院總理辦理僑務工作的國務院辦事機構，也是負責華僑事務的最高機構。 
13  表一人口資料估算源自 G. William Skinner 的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1950), 頁 79，由 Meredith OYEN 的 

“Communism, Containment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一文引用於頁 6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A%A1%E9%99%A2%E6%80%BB%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5%83%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A%A1%E9%99%A2%E6%80%BB%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A%A1%E9%99%A2%E5%8A%9E%E4%BA%8B%E6%9C%BA%E6%9E%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5%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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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立之前，毛澤東早已經於 1942 年 5 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替共產主義社

會「文藝為工農兵」的路線定了調，「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第二是

為農民的，…，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

裝隊伍的。」(毛澤東：1961，頁 857) 然而，許多傳統戲碼大都離不開大眾喜愛

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狐仙鬼魅等民間主題，這除了跟馬列主義在意識形態上

的「諸多組成部份，如無神論、階級鬥爭學說等」有重大牴觸，(孫玫：2011，頁

36) 也明顯跟共產黨重視以文藝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政治教育的工具等目標相

違悖，因此許多這些被認定是「封建糟粕」的傳統戲，也就不容於新社會。新中

國建國後，陸續開展大規模的戲禁和戲改，但是民眾看戲，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

娛樂消遣，「舞台上演的劇目總是要符合觀眾的欣賞情趣與審美需求，…，五十

年代政府參與並實施的戲曲改革卻打破了這一邏輯，戲曲劇目變得單調和貧乏。」

(王麗娟：2009，頁 131) 隨之而來的當然是引發舊劇不能演、新劇沒觀眾、演員

沒生計等一連串社會及民生上的問題。14 不過，在戲禁以外，當然還有一些例外

的劇目，例如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下簡稱《梁祝》)。 

 

越劇是江南地區一個主要的劇種，發源於浙江，流行於蘇、滬、浙一帶，傳統越

劇戲班以全女班為主，由於越劇曲調優美悅耳，演員的身段做手溫柔婉約，一直

深得人民百姓的喜愛。《梁祝》是一齣傳統越劇劇目，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悲

劇故事家喻戶曉，建國初期，在國內頒佈《婚姻法》的立法時，《梁祝》一劇更

曾被用作反封建、推廣婚姻自由的重點宣傳武器，(XU：2016，pp. 110-111) 這個 

與新中國主張以文藝「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政治教育的工具」的目標，可謂不

謀而合，《梁祝》的軟實力，很早就在這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內嶄露頭角。1952

年，上海越劇團在北京第一次全國戲曲觀摩大會中演出《梁祝》一劇，期間更奪

得劇本、舞台設計、音樂、演員等多項大獎，中央政府很快便決定要把《梁祝》

拍成電影，據說這還是由毛澤東親自下的指示。(《鳳凰網》：2012) 由於當時正

值東西方冷戰期間，西方陣營普遍對新中國懷有很大的敵意，「在文化方面，認

為共產黨壓制文化發展，只會搞一些軍事題材的宣傳品。」(《每日頭條》：2016) 

自從新中國的外交政策逐漸朝著「文攻武鬥」作出雙線調整後，毛澤東認為，這

種傳統戲劇的愛情主題也適用於對外宣傳，反駁共產黨好戰的國際輿論，「我們

國家也有經典的愛情片，也非常重視文化發展。」(《每日頭條》：2016) 於是，

背後有著重大政治意義的《梁祝》瞬即開拍，1953 年年底完成，成了新中國建國

後第一齣彩色電影，因此《梁祝》的出現，曾被認為並非一件偶發的事件。(XU：

2018，頁 243) 

 

1954 至 1955 年期間，是新中國外交工作方面一個破冰期，日內瓦會議、印尼萬

 
14  新中國建國初期過度的戲禁及對傳統戲的濫改，引致演出的新劇目沒人願意看，大眾想看的

傳統劇目卻不能演，藝人及劇團則因無戲可演引致維持生計等問題，在社會上就引發不少民

怨，參閱孫玫：2011，頁 35 – 37 及王麗娟：2009，頁 130 – 131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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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會議，初次讓新中國在國際空間展示它的新形象，而總理周恩來很快便在這些

國際舞台上印證了毛澤東的信念。1954 年 4 月，周恩來在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

瓦會議的全體會員大會上曾說過，「中國是一個大國，到日內瓦是參加一個正式

的國際會議了，我們是登國際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戲，文戲中有武戲，但總歸是

一個正規戲、舞台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7，頁 361) 一向善長外交的

周恩來認為這個國際會議是一個很適合的場合，同時以軟性外交的策略向國外人

士宣傳新中國的面貌，因此，他在 4 月底率團赴日內瓦的同時，也帶了好幾套中

國電影、紀錄片等參會，當中包括了《梁祝》。5 月 13 日晚，中國代表團特別在

當地聖彼得廣場劇院安排了電影觀賞會，招待國外嘉賓。據說當時中國代表團很

憂慮外國人對中國越劇電影是否感興趣，可是周恩來卻認為「越是具有民族性的，

就越有世界性，」(《每日頭條》：2016) 只要能恰如其分地做點宣傳便可以，周

恩來還親自出了一個點子，指示隨團的新聞聯絡官「在請柬上寫上一句話：請你

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 – 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熊華源：--) 不出

周恩來所料，《梁祝》公映時座無虛席，獲得國外人士很高評價，連英國著名演

員查理．卓別靈 (Sir Charles Spencer Chaplin) 也為之動容，一洗當年中共文藝只

有穿著解放裝的工農兵、演的只是宣傳階級鬥爭的現代戲那一副令西方社會難以

接受的形象以及意識形態。 

 

誠如周恩來在電影欣賞會後所說的，「問題在於宣傳什麼、怎麼宣傳。」(《鳳凰

網》：2012)《梁祝》作為「外交利器」揭示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如何能把目標

受眾 (target audiences) 容或不熟悉或不接受的訊息 (越劇電影) 以他們的語境 

(context) 包裝轉化 (re-package) 成為他們熟悉或接受的文化 (羅密歐與朱麗葉) 

從而引起他們的興趣 (中國的) 及同理心 (empathy)，便是整個宣傳過程的關鍵

所在。這也對不久之後政務院 (即中國國務院的前身) 決定依樣葫蘆，由中僑委

成立一家獨立海外公司，重新「包裝轉化」國內的唱片以銷售到一些原來「不接

受」這些產品原件進口的地方，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文藝統戰．藝聲誕生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唱片工業剛剛興起未久，已有歐美公司來華，在上海及香港設

立廠房，直接在亞洲地區生產唱片。(鄭偉滔：2009；2017)15 最早期在上海及香

港錄製的唱片，內容大概只包括地方戲曲及民間音樂兩大類。觀賞傳統戲曲藝術，

要不是實際去感受在舞台上那種鑼鼓喧天、色彩繽紛的唱、做、唸、打藝術，就

是從文本或印刷本上去體會由文字及圖像建構而成的紙上戲劇世界，直至十九世

 
15  有關早期外國唱片公司在中國及香港建立唱片工業歷史的詳情，可參閱鄭偉滔的專著《粵樂

遺風 – 老唱片資料彙編》 (2009，頁 1 - 17) 及專題文章〈黑木唱片留給香港的音樂史話〉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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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下半葉愛迪生 (Thomas Alva Edison) 發明蓄音技術以及其後唱片、留聲機等出

現後，這種被稱為「第三類型戲曲」的新媒體 (容世誠：2006，頁 7 – 38) 不但

為愛樂者帶來了革命性的劃時空新聽覺文化，日後甚至「反過來左右近代戲曲藝

術的生產傳播和接受形式。」(容世誠：2006，頁 8) 王櫻芬在研究二戰前後福建

南管音樂跨境傳播的文章中指出，在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的新大眾傳播媒體包

括唱片、電台廣播及電影等，都是在傳統上經由人及印刷品作為傳播途徑以外，

最有效的「跨境」 (transborder) 宣傳工具。(WANG：2016，pp.60) 早於上世紀

初，有外國唱片公司在香港收錄南管音樂後，便將這家鄉的聲音賣到東南亞給海

外華僑，並且賣得個滿堂紅。(WANG：2016，pp.66) 唱片被認為是「成功」普及

化南管音樂的新媒體，就算是後來一些地區電台廣播的內容，也非常依賴唱片的

入口。(WANG：2016，pp.80) 原來以唱片發行到海外作為宣傳工具的例子，在二

十世紀初期唱片工業仍在萌芽階段時已經非常普遍，也很受海外人士受落。 

 

二戰之後，各種工業生產陸續復員；聯合國成立，東西方冷戰展開；新中國建國，

跟敗走台灣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隔著台海對峙；美蘇陣營壁壘分明，互相敵視；不

少國人遠走南洋，遙望故鄉；… 凡此種種，非敵即友，你死我活，刻劃出戰後

初期的一幅國際眾生相。然而，這種種特有的時空形態，卻成為了必要的養分，

在天時 (冷戰氛圍) 、地利 (地緣政局) 及人和 (華僑心態) 上提供了足夠的先決

條件，造就了後來即將誕生、肩負文藝統戰重任的「文化細作」-「藝聲」。這個

新生唱片品牌被命名為「藝聲」，卻顯得相當耐人尋味，雖然現時並未發現文獻

資料確實記載「藝聲」一詞的命名原因 (見註 5)，卻有以為用「藝聲」為名的背

後意義及目的，「…就在於以藝術的聲音混淆遮蔽具有強烈政治意味的中國唱片，

以期以理想純粹的藝術形式突破審查檢查制度和文化圍堵。」(王小梅：2016，頁

36)「藝聲」的任務很直接了當，就是依著《梁祝》的外交經驗，在當時相對嚴峻

的國際形勢下，喬裝成一位身分中立的獨立個體，將「某些空白地區」當時不接

受入口的產品「包裝轉化」成為這些地區可以接受的型態，「滲透」到這些地區

去，使到當地的僑胞都「能聽到祖國的音樂」，而最終目的就一如「藝聲」的「准

生証」上所言，在於「加強對華僑愛國主義的宣傳和教育」，換句話說，也就是

以此爭取人心，達致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戰效果。 

 

充滿神秘感的細作「藝聲」，也就在一切「絕密」的背景及當時的天時、地利及

人和下，於冷戰期間在接鄰中國南方沿海一個小漁村 – 香港 – 誕生。 

 

 

「文化細作」說藝聲 

 

「藝聲」早期的業務由三個單位合作，中國唱片提供成品、中國雜品出口公司負

責將成品出口到港、而「藝聲」則負責香港的行銷及其他地區的出口業務。(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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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制訂藝聲唱片的協議〉：1957) 很多人因此皆不難從「藝聲」的出品理解

到「…絕大部分是翻印《中國唱片》，小部分節目專門編錄，由中國唱片廠壓片。

《藝聲唱片》實際上是《中國唱片》的副牌」。(王巨：1999) 選擇在香港成立「藝

聲」倒有絕對的地緣優勢，香港地處廣東省沿岸，島上住著的絕大部分是華人，

與中國的血緣關係千絲萬縷，然而，香港當時卻仍屬於英國的亞洲殖民地，不但

形象中立，在政治的意識形態上也被視作較接近西方陣營，而且享有自由貿易港

的優勢，亦因為這種微妙的雙重角色，這個在二戰之後十多年間被稱為「冷戰城

市」的小漁港，一直是東西方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角力場」。(FU：

2018, pp.2) 從冷戰初期負責美國海外宣傳活動的「美國新聞處」 (U.S. Information 

Services, 簡稱 USIS) 在遠東地區的宣傳指令來看，香港當時的定位是一個「提

供亞洲各地 USIS 的宣傳資料、並向中國大陸實施廣播宣傳的重要據點。」(貴志

俊彥等[編]：2012, 頁 20) 換言之，香港就是美國及其西方陣營用作監察中國大

陸政權以及進行各種情報活動的前哨站 (watchtower)，以嚴控共產主義及其意識

形態對外擴張。同時，中共多年來卻也一直把香港作為對外通往西方社會的一扇

「窗戶」，中共早在建國以前，在香港已經有著許多形形色色的公開活動甚或地

下活動，16 在種種駕輕就熟的有利條件下，合法在港註冊成立一間獨立商業機構

從事正常商業活動，對於淨化一切新中國政治色彩、喬裝成為一位獨立人士去處

理國際出口業務，也可說收事半功倍之效，而商品出口到其他與新中國未有邦交

的「空白」地區也相對容易，這也使「藝聲」日後成功作為中國唱片出口到其地

區的最重要出口港。 

 

要貫徹「文化細作」的滲透角色，產品的喬裝策略及市場的目標受眾是重要的環

節。「藝聲」的出口市場以海外非建交地區的華僑為主，從一份「藝聲」早年的

季度銷售規劃書可見 (中國雜品出口公司信件，編號(59)雜出出密孫字 102/3667

號：1959)，「藝聲公司主要的任務是將藝聲唱片銷售到中國唱片未便進去的地區

（例如菲列濱、美國、台灣等）…有許多思想落後的華僑、甚至有部份頑固分子

對中國唱片有成見，而對藝聲唱片則較易接受。」因此，要成為新中國的對外文

化窗戶，「藝聲」必須建立其特殊的「中立」角色，令海外聽眾接受藝聲唱片與

中國唱片並無任何關係，因此在出口唱片時便需作出策略性的調整。 

 

「當時有的人提出對外宣傳要採用『灰色方針』，即在唱片出口的工作中，將有

強烈政治色彩的節目刪掉，重新編錄，適於不同國別（地區）的情況，避免引起

反感，以求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灰色方針』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實事求是的

宣傳方針。」 (趙文江：1994) 雖然中僑委後來曾指出，應該將「堅持既定的『灰』

的方針」改為「繼續堅持政治色彩較淡的製片內容」，因為「『灰』和…『健康』

是有一定區別的，而…過去所複製的中國唱片也不好稱之為『灰』」 (中國唱片社

文件，宣藝字第 1501 號：1957)，但不論如何，這種策略直接造成了後來《藝聲

 
16  見註 4 及余少華：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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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在包裝及唱片資料上「簡約化」、「去內地化」、「政治淡化」及「隱名化」

等特殊而有趣的現象。 

 

舉一些實例，中國唱片《喜慶》(M-214) 是一張中央歌舞團音樂節目的選集，「藝

聲」在香港出版同名唱片時，把副標題「中央歌舞團音樂節目選」刪去，而封面

亦將原來具有濃郁新中國風格的慶豐收畫面改為傳統百子圖，封底也刪去了中央

歌舞團的簡介，最後一曲《秧歌會》更名為《歌會》，用以淡化新中國的色彩，

同時適應香港地道的風土民情以及生活習慣。另一張藝聲版的民樂合奏曲集《新

春樂》 (ATC-76) 則取自中國唱片專輯《桂林山水》 (M-144)，是「中國唱片社」

一張將以往 78 轉時代的不同舊錄音統編而成的大碟 (LP)，演奏單位有不少內地

軍隊系統的文工團，例如演奏《舟山鑼鼓》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前綫歌舞團」、

演奏《大得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前衛文工團民樂隊」、演奏《新春樂》的「中

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歌舞團民族樂隊」等，為了淡化演奏單位的政治背景，藝聲版

的唱片中，演奏單位部份均簡單地以「藝聲民族樂隊」代替。藝聲唱片《鷓鴣飛》

(ATC-262) 原取自中國唱片於 1962 年錄製的同名專輯 (M-513)，唱片中較罕見

地保留了演奏家名字，大概是因為「魔笛」陸春齡名聲太大、而且在港亦廣為樂

迷熟悉的緣故。有趣的是藝聲版雖保留了中國唱片的封面設計，但陸春齡的照片

換成了素描畫像，原來照片中穿著的解放裝被改成了西裝 (見下圖三 A 及 B)，

在唱片資料上，「上海民族樂團」的名字亦被簡化，以「民族樂隊」取代。至於

其他政治色彩很濃的樂曲或歌曲名字如《社慶》、《翻身的日子》、《社會主義好》、

《大躍進的歌聲震山河》等，要不是被改頭換面，便是不被選錄。如此種種，多

不勝數，灰色方針也就解釋了香港地區的藝聲唱片樂迷對這種「隱姓埋名」的現

象的各種分析及推測。(見註 5) 

 

  

圖三 A 及 B：藝聲唱片《鷓鴣飛》（左）及同名中國唱片的封面對比 

 

從上引「藝聲」1959 年的第四季季度銷售規劃書中，可以見到「藝聲」有目標地

建立的唱片種類比例是音樂片 (20%)、歌唱片 (40%) 及戲劇片 (40%)，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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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片又以「僑鄉片…佔多數，潮州戲 40%、琼州戲 20%、廣東戲 10%、福建戲

10%、京劇 10%、越劇 5%、其他 5%」，(中國雜品出口公司信件編號 (59) 雜出

出密孫字 102/3667 號：1959) 從這比例可以見到「藝聲」的市場策略除了是向中

國唱片公司取得既有的錄音外，還有目的地去「建立自己的獨特節目，和中國唱

片有所區別」(中僑委二司信件，編號宣藝 (57) 字第 1464 號：1957)，而這些獨

特節目，就是指中國沿海省份的僑鄉節目，即當地的戲曲錄音，因為「根據近十

年的統計材料，百份之九十五以上的出口唱片是這些人 (指海外華僑) 買去的。

他們最歡迎的是僑鄉節目，例如廣東、福建的地方戲曲…。華僑對他們家鄉的音

樂、乃至我們聽來比較粗糙的民歌也是殷切盼望。…香港有十幾萬福建人要聽福

建戲，另據了解，菲律賓閩籍華僑最多，最喜聽薌劇和南曲…」 (中國唱片社信

件，編號(63)行發字第 236 號：1963) 因此，「藝聲」還是在中國唱片廠的協助下，

多次派出錄音團隊親赴福建及廣東潮汕等地採集當地錄音，而這批「藝聲」獨有

的地方戲曲卻又成了它最有海外僑胞市場的產品，不啻成了周恩來戲曲外交精神

的一個延伸。 

 

從兩份六十年代後期分別由藝聲唱片及中國唱片印行的唱片目錄中，可以比較到

兩間公司在唱片種類方面較大的差別。表二顯示「藝聲」出版的戲曲唱片數量超

過總出版數量的一半，而中國唱片則約佔 49%。 

 

 

表二：藝聲唱片公司目錄及中國唱片公司目錄唱片種類比較 

 

 藝聲 (1969? ) 中國唱片 (1966) 

總唱片數目（種） 623 588 

戲曲唱片數目（種） 341 288 

比例 54.74% 48.98% 

 

 

下表三則顯示藝聲唱片及中國唱片在出版廣東、福建、海南等沿海省份的地方戲

曲方面的比較。從表中很明顯可以印證到「藝聲」是有目標、有意圖地建立它在

廣東、福建及海南地區的地方戲劇種類，用以滿足海外僑胞對「家鄉的聲音」的

盼望的說法，粵、閩、琼三地的各種劇種佔出版戲劇總數約六成，總數量比中國

唱片所出版的多約一倍，而當時中國唱片則以發行國內為主，戲曲種類方面以京

劇劇目最多，其他沿海地區戲曲的錄音、製作及出口工作，就交給他的喬裝兄弟

「藝聲」去相輔相承、互為補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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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粵、閩、琼地方戲劇唱片與戲曲唱片總數量的比較 

 

 藝聲（1969?） 中國唱片（1966） 

粵劇 74 49 

潮劇 61 32 

廣東漢劇 11 12 

白字戲 3 -- 

琼劇 11 6 

雷劇 -- 1 

閩劇 4 2 

梨園戲 4 
6 

高甲戲 14 

南曲 7 1 

薌劇（台灣歌仔戲）17 13 3 

粵、閩、琼戲劇總數 202 112 

京劇 79 104 

其他地方戲劇 60 72 

戲曲唱片總數 341 288 

粵、閩、琼戲劇比例 59.24% 38.89% 

 

 

後話 

 

冷戰發生至今已超過七十個年頭，過去對於冷戰的研究，不少是從西方的角度，

將冷戰的注意力投放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及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

之間，認為這是由兩個超級大國所主導的一場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及對峙，有西方

主流意見「站在勝利者的角度來看這場冷戰，都是指責史達林挑起的，美國是被

動的。」(沈志華：2018，頁 30-31) 隨著近年不少亞洲地區的歷史檔案及機密文

件陸續解封，學者們開始將視界轉移到兩個大國在軍事及外交以外的範疇，開始

檢視戰後各持份國家在文化、教育、情報工作、媒體戰略等各種有關生活型態上

的環節，評估這些「軟實力」在各種文化冷戰中發揮的影響力，企圖描繪一幅更

全面、更多樣性的複合冷戰圖，令讀者對冷戰時期被兩大陣營邊緣化的其他國家

的情況有更全面及深入的理解。(見 SZONYI, LIU: 2010; 貴志俊彥等：2012) 而

中國唱片公司近年間公開的「藝聲」解密文件，不但解開了不少老香港的愛樂人

士心中多年不解之謎，更為新中國政府建國初期因應國際間冷戰氛圍所推行的種

 
17  薌劇是福建省主要戲曲劇種之一，流行於閩南薌江沿岸和台灣省等地區，它是從台灣「歌仔

戲」演變而來，見中國唱片目錄 (1966) 頁 78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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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文攻武鬥的宣傳戰略，提供了實質的佐證。 

 

六、七十年代是「藝聲」在港的黃金歲月，據本地愛樂人士憶述，每逢九月份成

立周年紀念日的減價促銷活動期間，「藝聲」的門市便往往擠得水洩不通。18 藝

聲唱片的出現，為香港引入了不少嶄新、高質素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音樂及戲曲

品種的錄音，很快便廣為香港愛樂人士接受，也正好為香港日趨蓬勃的音樂活動

提供了充足的養分，對於促進本地音樂及戲曲的傳播、教育及欣賞、以至對電影

及唱片工業的發展帶來的影響，「藝聲緣」一系列的展覽中已有詳細的描述，可

參考香港公共圖書館「藝聲緣」展覽的網上資料，(香港公共圖書館：2017) 本文

不再贅述。 

 

七十年代以降，國際冷戰氛圍有開始緩和趨勢，新中國在 1971 年加入聯合國，

美國也憑「乒乓外交」開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中國也陸續與三個東盟主要國

家建立外交關係，包括馬來西亞 (1974 年 5 月)、菲律賓 (1975 年 6 月) 及泰國 

(1975 年 7 月)。19 進入八十年代，隨著國內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改革及對外開

放，中國唱片公司開始主導海外唱片出口業務，在擴大海外市場的同時，亦逐漸

停止向「藝聲」提供母帶或唱片製成品作銷售或出口用途，由於再無新的成品供

應，「藝聲」曾一度改為製作錄音帶及鐳射唱片，但隨著科技高速發展及音樂載

體的不斷轉型，傳統唱片業漸漸式微，而「藝聲」亦於九十年代後期完成它的歷

史任務，逐漸淡出唱片市場，到今天，它已被併進了另一所名為「華文影視」的

網媒公司，成為他們旗下一個歷史品牌，只維持有限度的批發業務。 

 

從誕生到落幕的半個世紀，一個依然令人懷念但角色撲朔迷離的「文化細作」-

「藝聲」，至今仍然充滿神秘色彩。 

 

(2018 年 12 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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